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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进展∗

———理论综述与政策含义

殷德生　范剑勇

摘　要: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攻方向,决定着中国的宏观经

济增长质量.文章试图对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文献进行全面的述评.一方面,从文

献综述中厘清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的驱动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方向,以及空间经济结构调

整对宏观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另一方面,围绕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全面提升的重点、难点

与推进路径等核心问题,从文献综述中总结出一系列政策含义,讨论如何改变政府主导型增长

模式,从“结构失衡的增长”转向“结构协调的增长”需要何种新的增长机制,以及推进经济结构

战略性调整的新路径是什么,倡导经济内生增长由要素投入导向转向效率导向,依靠要素市场

化、资源配置全球化和空间效率提升,走高效工业化和高效城市化道路.
关键词:宏观经济质量;经济转型;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效率导向

一、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的驱动力

对于中国改革开放３５年来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动力,学术界基本一致的结论是要素投入型经济

增长.资本增长率在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年期间达到１３％,而在１９７９－１９９８年期间年均增长率约为１０％(王
小鲁等,２００９).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从１９７８－１９９５年期间的０􀆰０２８~０􀆰０３８下降为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期

间的０􀆰０１０~０􀆰０２８(郑京海等,２００８).这种没有明显技术进步的高投资高增长是以不良资产、高污染

与高能耗为代价的,政府将承担经济增长的宏观成本(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２００５,２００８).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旨在依靠经济结

构战略性调整与经济自主协调提高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方福前(２００７)、钱淑萍(２００８)、周叔莲

(２００８)、魏杰(２００９,２０１１)、郎丽华、周明生(２０１２)等将过去３０多年我国经济结构的特征归纳为“高投

入、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特征,其面临的资源需求约束日益突出,而且严重破

坏了生态平衡,导致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紧张.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原因总体归为三个结构性因

素:需求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不合理与要素投入结构不合理.过去的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与出口

(申广斯,２００９;张旭,２０１０;魏杰,２０１１;栾大鹏等,２０１２),并导致产业结构偏重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

展滞后(李善同等,２００８;朱光华,２００９);过于依赖要素的投入,其产出的效率不高(王一鸣,２００８,２０１１;
葛扬,２０１０).

经济结构调整的目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物质资

源消耗转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以及生产效率的提升.全要素生产率(TFP)是衡量经

济发展质量及来源的核心指标.国外关于经济增长质量与可持续性问题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新增长

理论中,Helpman(２００４)全面综述了这方面的文献,所形成的一致性结论是:依靠要素投入尤其是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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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的经济增长在长期内是不可持续的;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通过提高技术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来实

现的增长才是可持续的.
国内关于 TFP实证研究的视角和结果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１)基本支持克鲁格曼(１９９９)的结

论,认为中国的增长方式是典型的投入型增长(郭庆旺等,２００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２０１０;中国经济增

长前沿课题组,２０１２);(２)考察改革前后中国 TFP的动态变化:改革之前 TFP不仅没有增长反而有所

退步,改革之后的 TFP有明显的增长(王小鲁,２０００;张军等,２００３);(３)强调改革以来中国的技术进步

和技术效率在快速增长(易纲等,２００３),与此同时,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后中国 TFP呈下降趋势(王
志刚等,２００６;郑京海等,２００８);(４)不是从中国总体去考察 TFP的变化,而是从中国工业层次考察技术

进步(涂正革等,２００５;陈勇等,２００７),以及省级地区层次研究 TFP的变化(颜鹏飞等,２００４;王志刚等,

２００６;傅晓霞等,２００９;刘瑞翔等,２０１２;匡远凤等,２０１２).这些研究的基本结论是:中国 TFP增长的主

要来源是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的贡献偏低.该方面的研究从省级地区层次和二或三位数的工业数据向

地级城市和更细的行业层次延伸,不仅对 TFP进行衡量和分解,而且考察 TFP各构成部分的决定因素

与变动趋势.在衡量和分解 TFP的方法上,既包括参数法又有非参数法.参数法还分为生产函数法和

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非参数法主要指的是指数方法,例如 Malmquist指数法.这两种方法都能对

TFP变化中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进行分解,但前者需要设定具体的生产函数,后者不仅不需要设定具

体函数,而且还不要求完备的价格信息.

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方向与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

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取决于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方向的选择.迟福林(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将经

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上升为第二次改革的主战场,并提出其包含三层含义:一是强调经济增长方式转

变,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发挥扩大内需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二是强调向社会公

共需求转型,构建适合我国特点的发展型社会体制和政策体系;三是强调政府转型,尤其突出强调从生

产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应当说,这三层含义具有很强的启发性和概括性,也与人们对经济结

构调整的现实直觉吻合(Poncet,２００５;杨建龙,２０１０).但是,如果不能找出经济结构失衡与调整的内在

体制性机制和核心问题所在,就不能对症下药.
吴敬琏(２０１１a;２０１１b)认为:经济结构调整始终不顺利的重要原因是体制性障碍仍未消除,例如,政

府依旧保持对部分重要资源过大的配置权力,大部分重要生产要素仍由行政定价并导致价格信号严重

扭曲;以GDP增长作为政绩的主要考核标准,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的收入结构,重要支出责任的过度下

移,这些都促使地方政府不得不追求国内生产总值的高速增长.在上述体制下,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追加

的土地投入和资本投入为前提条件,其中资本或信贷资源主要掌握在地方政府、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

业手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２０１０).由于土地产权“并未落实到户”,农用土地转为城市商业用地时的

增殖收益由各级政府和相关企业获得.由此导致了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愈来愈

高,而劳动者报酬尤其是农民的收入占比却每况愈下.魏杰(２００９,２０１１)的观点与此基本相同.
中国发展报告(２０１０)提出将实施新型城市化战略作为今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基础政策措施,并

提出了具体的途径:一是将城市群作为推进城市化的主体形态,构建“两横三纵”的城市化战略布局;二
是完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均等化水平,中央政府负责全体社会成员无差别的、非市场化部分的最

基本公共服务,省级及以下地方政府逐级分担公共性相对弱一些的公共服务产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２０１０).国家“十二五”规划也提出,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完善城市化布局和形态;按照全国经济合

理布局的要求,形成高效、协调、可持续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完善城市化布局和形态,促进大中小城市

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科学规划城市群内各城市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正是由于土地要素市场的改革滞

后,使得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一直未有起色.土地等要素市场没有完全实现市场化的价

格决定机制,要素投入的价格信号混乱,这不仅使经济增长的效率(技术进步或称全要素生产率)低下,
而且使原有土地相关权益拥有者的弱势群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失去了分享增长成果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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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方向,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
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相比,目前中国经济结构战

略性调整所面临约束条件和内外环境要复杂得多,这需要找准中国经济从“结构失衡的增长”转向“结构

协调的增长”所需的新的增长机制,实现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由要素投入驱动转向效率驱动.实现经济

增长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转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以及生产效率的提升,其基本路

径就得依赖于要素市场化和技术进步驱动的高效工业化.不仅如此,目前经济结构调整的研究中日益

重视空间效率和城市体系结构变化带来的制度红利.空间集聚可以提升经济增长中的知识外溢、规模

效应,城市体系改革产生的制度红利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中的配置效率和规模效应,这些均可以大大

增强经济结构调整的空间和增长的可持续性.

三、空间经济结构调整与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

地理集中促使空间效率提升,其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构成中的技术效率改进、规模效应等.以城市

体系结构调整的深化改革而产生的效率提升,体现为全要素生产率构成中的配置效率提升(即结构红利

或称“制度红利”),以及社会公平与环境污染减少带来的福利.
(一)城市体系与经济活动地理分布的空间效率

按区域空间大小,地理集中产生的空间效率可分为大地理范围的空间效率与小地理范围的空间效

率(Fujita,Krugman& Venables,１９９９;Fujita& Thisse,２００２).前者指的是新经济地理学意义上空间

集聚带来的效率,它产生于市场规模在邻近空间上累积循环效应,此即“货币外部性”(pecuniary
externalities);后 者 指 的 是 城 市 经 济 学 意 义 上 单 个 城 市 规 模 带 来 的 效 率,此 即 “技 术 外 部 性”
(technologicalexternalities).新经济地理文献刻画了货币外部性产生的内在机制和理论基础,并在规

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差异化产品与垄断竞争市场的结构下阐明了各地区迥异的空间效率是如何形成

的.大地理范围的空间效率适宜应用于都市圈体系,都市圈中各城市在空间上的相互接近而产生的空

间效率将促进该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进而推动经济转型.小地理范围的空间效率总是取决于单

个城市的产业结构.若该城市的产业结构具有明显的专业化特征或以某个主导产业为主,则该城市的

效率取决于其主导产业的规模大小,此种空间效率称为“地方化经济”(Marshall,１９２０).小地理范围的

空间效率不仅取决于单个城市自身的规模,而且还取决于该城市产业的多样性程度.产业种类越丰富,
城市的空间效率越高,此种空间效率称为“城市化经济”(Jacob,１９６９).

现有文献虽还未从空间效率上考察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或者说两者之间的联系基本是割裂

的,但讨论经济活动的地理分布对经济增长与结构影响的文献正在日益丰富.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

于三个层次:一是制造业空间集聚的分布与决定因素(范剑勇,２００４;路江涌等,２００６);二是市场规模、产
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王志刚等,２００６;黄玖立等,２００８;殷德生,２０１０;孙晓华等,２０１３);三是产

业集聚对劳动力流动、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和结果(范剑勇,２００８;范剑勇等,２０１０;梁琦,２００９).
他们的总体结论是:我国大地理范围的空间效率显著,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但也加大了

地区间收入差距.
城市体系与经济活动地理分布的空间效率的研究目前正沿着三条扩展路径:一是随着我国近年来

区域经济格局的重大调整,制造业的区位分布、空间效率差异、全要素生产率结构又发生了深刻变化(张
军等,２００９).二是侧重于宏观视角的城市体系与区域经济调整政策的研究导致了对小地理范围空间效

率的忽视.三是现有文献正倾向于效率目标维度,未能有效地将经济可持续增长、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

的目标有机结合起来.
(二)城市体系与城市化道路的争论

在研究城市体系与经济活动地理分布的空间效率时自然就涉及中国城市化道路的争论.从实际的

城市结构体系看,“大城市能级相对不足、中小城市蓬勃发展”的扁平化特征相当明显(杨开忠等,２００８;
范剑勇、邵挺,２０１１).从政策选择的倾向上看,城市化方向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形成了“小城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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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城市论”两派.以费孝通(１９８４)为代表的“小城镇论”者认为,小城镇可将城乡两个市场连接起来,
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缓解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该主张成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前我国城市化道

路的主流观点.“大城市论”者强调大城市具有规模效益,认为“大城市超前发展的客观规律”存在,中国

应当走发展大城市的城市化道路(王小鲁等,１９９９).周一星(１９９２)对“小城镇论”与“大城市论”进行了

折中,认为不存在统一的能被普遍接受的最佳城市规模,城市体系永远是由大中小各级城市组成的,据
此提出了“多元论”的城市化方针.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后,城市化道路选择的争论进入制度层面,并与其他宏观经济问题紧密联系

在一起.例如,对于采取城镇化发展战略的决策理由是理论界讨论的规模效益或者其他经济理性的观

点受到怀疑.“小城镇论”者开始放弃“就地转移论”,强调小城镇发展应适度集中,主张发展县城或以县

域中心城镇为主(辜胜阻等,２０００).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多元化的城市化道路(叶裕民,

１９９９).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围绕城市化道路论争出现了两种新观点:一是新型城市化道路(陈甬军等,

２００９),强调经济集约、功能优化、社会和谐、城乡统筹、环境友好的统一.虽然其理论基础有待深化,但
可能代表了城市化的发展方向.二是主体功能区的研究、编制与实施(肖金成,２００８),将中国国土划分

为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与禁止开发区,并提出中国适合经济发展的区域是位于胡焕庸

线东南部分.
基于经济结构失衡和资源环境约束的经济事实,选择分散式城市体系在中国可能是行不通的,因为

规模经济在中小城市的经济增长及其效率、土地资源节约、环境污染治理、公共设施成本分摊上均无法

发挥优势.发展特大型城市,尤其是以核心城市为中心引领若干中小城市在空间上集聚形成城市群,这
种集中式城市体系不仅有利于提升空间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而且在非农用地、资源供给、单位能耗与

污染治理等方面具有显著的规模经济优势.

四、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全面提升的重点

当前所讲的经济结构调整,到底指的是调整什么样的经济结构? 对于经济结构的内涵、失衡的表现

以及调整的路径,经济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有的基于所有制结构来认识,有的将经济结构扩展到社

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为宏观经济问题的经济结构,其总是离不开 GDP的来源结构.从 GDP的

支出法衡量角度看,经济结构表现为消费、私人投资、政府投资和净出口之间的结构.从GDP的收入法

衡量角度看,经济结构体现为经济主体的收入结构,即居民收入、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之间的结构.从

GDP的生产法衡量角度看,经济结构表现为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产业结构即各个生产主体对国民生

产总值的贡献大小,地区结构即各个地区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大小,经济的地区结构是以城市化不断

推进为其表现形式的,城市化水平与城市人口代表了区域经济的活力与规模.目前,学术界基本上是从

GDP来源结构来理解中国经济结构的不协调(魏杰,２０１１),这种不协调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消费、投资

与出口的失衡;二是居民收入、政府收入与企业利润之间的失衡;三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

间的失衡;四是地区之间的失衡,尤其是大中小城市布局不协调以及城乡二元化加剧,因为城市化道路

的选择代表了生产要素的空间集聚方向,昭示着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方向.
目前我国经济的支出性结构最突出的失衡是消费、投资与出口结构的失衡.作为经济增长的“三驾

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保持一个合适比例和有效协调,当一国的经济增长过度依

赖于某一种动力时,经济增长就难以持续.中国入世以来,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于出口.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

我国的 GDP平均增速相比以前提高了３􀆰６个百分点,但在这３􀆰６个百分点中,出口贡献了６３􀆰９％(魏
杰,２０１１).中国经济增长具有典型的外需拉动型特征,但这种格局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欧美债务危机的

影响下出现了严峻挑战甚至难以为继.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发达国家经济

增速明显减缓,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实力上升,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呈扩大之势.中国产品和

服务的国外市场份额不仅因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减缓呈下降趋势,而且还受到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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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争夺.除了这种出口导向型增长特征外,经济的支出性结构中有一个严重问题就是过度依赖政府投

资.无论是１９９７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还是２００８年美国金融危机后,中国都是靠增加大量政府投资拉

动经济增长的.这种做法只能当做短期内的反危机措施,不能作为加快经济增长的常态战略.过度依

赖政府投资的手段加剧了产业结构失衡和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更需要注意的是,过分依赖于出口与过

度依赖于政府投资往往是交替的,当出口下滑时,政府投资就大量增加.消费一直无法成为拉动经济增

长的主要动力.从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我国总储蓄率由３５􀆰１％上升到５１􀆰８％,上升了１６􀆰７个百分点,而

１９７８－２０００年,我国的总储蓄率基本维持在３５％~４０％,与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的总储蓄率高出

１５􀆰３个百分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２０１０).
我国将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但阻碍消费需求的最核心因素是居民收入水平较

低、增速缓慢,这涉及经济的收入性结构.目前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集中表现在“两个不同步”
上:一是居民收入的增长与 GDP的增长不同步;二是居民收入的增长与政府的收入增长不同步.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以前,居民的劳动性收入占GDP的比例在５０％以上,２００１年以后该比例开始下降,一直降到

２００７年的３９􀆰７％;而代表政府收入的生产税净额和代表企业所得的固定资产折旧及营业盈余占 GDP
的比重,则从１９９０年的１１􀆰７％和３４􀆰９％,上升到２００７年１４􀆰２％和４６􀆰１％(魏杰,２０１１).发达国家的

工资收入一般占企业运营成本的５０％左右,而中国不到１０％;发达国家的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占

比是５５％左右,而中国不到４２％,且呈下降趋势(魏杰,２０１１).居民的财政性收入与政府的财产性收入

相比,占比更小.有学者统计,我国大约有７６％的财产性收入掌握在国家手里,大概只有１/４的财产性

收入掌握在民间(魏杰,２００９).
我国产业结构失衡状况也日益明显,突出表现为:制造业中传统制造业比重偏大,现代高端制造业

的比重偏低;产业结构不协调,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其占 GDP比重一直在４０％~４３％左右徘徊,经济增

长仍倚重于第二产业;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占比偏低;产业结构调整中技术创新严重缺乏;农业

等基础产业的风险抵抗能力较低.产业的投入结构不合理,物质资源消耗太多,科技进步贡献率低,例
如,２００９年中国 GDP占全球总量的８％,但消耗了世界能源的１８％、钢铁的４４％、水泥的５３％;经济增

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人与自然的关系趋于紧张.这种经济结构不仅不符合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而
且在后危机时代面临严峻挑战甚至难以为继.中国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不仅面临着改变产业结构不

合理与一、二、三产业失衡等难点问题,而且还增加了自主创新、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等新的更高要求.
经济的地区结构是GDP生产法衡量的重要体现.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积

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进入了新的调整

阶段.在空间效率优化、社会公平、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等目标的约束下,新时期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的

方向与路径如何选择,这是目前学术界备受关注的重大问题.经济的地区结构是以城市化不断推进为

其表现形式的,城市化水平与城市人口代表了区域经济的活力与规模,城市化道路的选择昭示着区域经

济结构的调整方向.从实际的城市结构体系看,我国“大城市能级相对不足、中小城市蓬勃发展”的扁平

化特征相当明显(范剑勇、邵挺,２０１１;陈良文等,２００７).新近诞生的中小城市大多数分布沿海地区(许
征等,２０１０),多数中小城市是以制造业为主.由此导致的典型结果是制成品产能过剩、环境污染代价过

大、经济增长粗放等一系列弊端.不仅如此,城乡收入差异或者说地区间收入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

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包括跨区域流动和区域内部流动的农民工)与城市工人的收入差异上(万
广华等,２００５).这实际上暗含着,只要将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分割消除或部分消除,地区间或城乡之间

过于悬殊的收入差距将得到缓解.
我国经济结构四个层次的失衡,虽然具体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个共同的体制性因素———政府主

导型增长模式.该模式就是政府控制了过多的经济资源和国民收入,过深地干预了经济活动的内在机

理,有损于市场经济的基础性作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２０１０;魏杰,２０１１).客观上说,政府主导型增

长模式对于后进国家实现经济赶超确实有显著效果,但当经济赶超到一定阶段后需要适时改变,发挥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经济增长中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帕累托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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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导向型增长和政府投资推动型增长模式交替现象的形成与政府过度使用行政资源密切相关.
例如,为了刺激出口,政府实施出口退税政策,涉及３０００多类工业产品,不少产品退税率达到１３％.政

府为了配合实施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人民币的三种价格———物价、利率和汇率———未能实现联动,价
格扭曲导致投资、消费和出口之间的失衡.

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也是导致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

国有经济的过度扩张.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我国国有企业虽然数量减少了一半,但资产规模却增长

了１倍多,资产扩张和账面利润主要来自于税收、信贷、资源租金等隐形补贴.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间,这三

项补贴高达６万亿,而同期国企利润只有４􀆰９万亿,实际亏损１．１万亿(魏杰,２０１１).政府主导型增长

模式阻碍了居民收入与GDP、居民收入与财政收入在增长上的“同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我国国民

生产总值中劳动份额逐年减少,储蓄率不断增加,投资率不断提高,产能过剩也日益严重.中国的经济

事实与发达国家卡尔多经济事实之一劳动份额不变的情形不相吻合.最新经验研究指出,中国的劳动

份额的变化与技术变化、产业结构变化以及要素市场扭曲等因素紧密相关(Young,２００６;白重恩等,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李稻葵等,２００９;罗长远,２００８).
产业结构的失衡首当其冲的原因可能是垄断,尤其是行政性垄断.要素难以在产业之间顺畅流动,

严重影响了各产业之间的市场调节机制.虽然垄断行业放开股权投资,但国有经济仍处于绝对的控股

地位,国有企业投资中的预算软约束和投资饥渴症又进一步恶化了产业结构市场调整机制.
经济的地区结构失衡,尤其是扁平化城市体系的形成同样与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有关.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末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表现为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工业化与城市化又严重依

赖于对土地的征用,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垄断了城市土地供应的一级市场.财政分权决定了地方政府

间激烈的 GDP锦标赛竞争,导致环境日益恶化、土地与能源等要素价格扭曲,刺激了经济粗放式增长.
调整我国四个层次的经济结构的重点就在于改变目前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强化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依靠市场机制实现经济的自主协调.其实,早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就为中国的

经济发展模式提供了顶层设计,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四个层次的经济结构失衡中,首先要调

整的是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和居民收入之间的结构.因为,居民收入水平不高和增速缓慢导致消费无法

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样经济增长就只能依靠出口和政府投资,进而形成了出口、投资和消费之

间的结构失衡.出口和政府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导致了产业结构的失衡,尤其是行业的行政

性垄断和国有经济过度扩张.产业结构的地区分布以及财政分权体制造就了扁平化城市体系.

五、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全面提升的难点

“结构失衡的增长”是经济赶超的必然结果,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提供了合理的经济解释,张平等

(２０１１)还为此提供了充分证据:后进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系统性的高收益、高增长部门,动员大量资

源配置到这些部门就会产生显著的规模报酬递增,结构性的配置调整带来了明显的赶超增长(Jones&
Romer,２００９;Barro&SalaＧIＧMartin,１９９５;钱纳里等,１９８６).这在中国表现为三条路径:一是政府主导

的工业化,政府动员资源并配置到高增长的工业部门.中国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成为“世界工厂”.二是

经济开放实现显著的规模报酬递增.在“入世”不到１０年的时间里,中国就成为第二大出口大国.三是

城市化的空间集聚带来了巨大的规模报酬递增.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超５０％.资源的非均衡配置导

致的规模报酬递增过程,在经济赶超的前期和中期大幅度提高了一国的经济增长率,但非均衡的赶超模

式和经济规模在高增长部门的快速扩张导致了经济结构的日益失衡.赶超带来的结构失衡导致了增长

和利益分配的路径依赖,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机制扭曲.
政府干预在经济赶超过程中似乎是个常态,无论是“中国奇迹”还是“东亚奇迹”,后进国家都是通过

集中资源和实施扭曲性政策达到了 GDP快速增长的目的;但其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科尔奈,１９９２;青
木昌彦等,１９９８;张平、王宏淼,２０１１),例如,严重限制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政府和

市场的边界在哪里? 如何协调市场和政府的关系? 这些虽是新兴工业化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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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同问题,但在目前的中国又具有特殊性.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规模相对较小,欧美主要发达国家是

边转型边增长.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是在规模已为世界第二的背景下进行,如何在经济规模巨大的经

济体中成功地改变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目前还没有先例.
“结构协调的增长”不仅要解决新的增长机制问题,而且要解决新的利益分配机制问题.结构失衡

累积的矛盾随着经济规模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带来的规模报酬开始递减而越难以解决,并为经济结构

调整造成了增长机制和利益分配的路径依赖,即“结构协调的增长”既离不开原来机制的路径依赖(张
平、王宏淼,２０１１;张平等,２０１１),又必须赋予新的内涵.因此,经济结构调整的难点就在于,需要找到脱

胎于“结构失衡的增长”中某个增长机制并使其在“结构协调的增长”中成为可能,是否可能的判断依据

就是效率导向.投入驱动的增长向效率驱动的增长转变,必须排除阻碍市场机制和创新机制充分运行

的制度障碍.
新的增长机制或者说新一轮规模报酬递增靠什么推动? 总体来说仍将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张平、王

宏淼,２０１１),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因素要从投入驱动转向效率驱动.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带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而工业化与城市化又严重依赖于土地的征用,地方政府垄断了城市土地供

应市场;财政分权和政绩考核促使地方政府间形成激烈的GDP锦标赛竞争(沈坤荣、付文林,２００６;徐现

祥等,２００７).这些不仅导致土地等资源要素价格扭曲,而且造成了“中小城市蓬勃发展”且又以制造业

为主的扁平化城市体系.这种局面既加剧了资源浪费和产能过剩,又不利于空间效率提升和区域协调

发展.新的分配机制总体也是要依赖于要素市场的完善,但要素市场的完善需要政府转型,而政府转型

的突破口在哪里? 一般认为,在城市化率达到５０％左右的水平后,政府目标和约束条件就会发生明显

的变化,公共福利目标成为政府主导性的目标(张平、王宏淼,２０１１).以城市化促进政府对卫生、教育、
保障性住房和公共服务等公共产品的供给,带动消费主导的经济增长.但这需要解决好户籍制度改革

问题和土地征用问题,使农民分享城市化所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收益.

六、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全面提升的基本路径

(一)要素市场化和全球化驱动的高效工业化

在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下,政府保持对部分重要资源过大的配置权力,并以 GDP增长作为政绩的

主要考核标准.在这种体制下,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不断增加土地投入和资本投入为前提,土地掌握在地

方政府手里,资本或信贷资源主要掌握在地方政府、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手中,户籍制度、社会保障

制度还造成了二元劳动力市场,其结果是,粗放型增长方式难以改变.因此,高效工业化的驱动力首先

在于要素市场化.按麦迪森(２００１)的理论逻辑,成功的经济结构转型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是技术进步

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依靠要素投入尤其是资本积累的工业化在长期内是不可持续的;依靠技术进

步和制度创新,通过提高技术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实现的工业化才是可持续的、高效的(Helpman,

２００４).高效工业化道路不仅要追求“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

挥”,更是追求要素配置效率的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前提条件是市场机制的充分发挥,尤其是市

场制度的创新,而不是简单地从劳动与资本要素驱动转向创新要素驱动.要素驱动模式若忽视了要素

市场的培育,那必将导致要素价格的扭曲.
没有哪个现代国家的工业化是在封闭条件下完成的,要素是在全球市场进行配置,这意味着中国的

高效工业化总是以扩大经济开放为背景.开放是获取新知识、促进技术进步的有力手段.FDI和贸易

的技术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使发展中国家研发部门的高技能劳动需求上升,进而促进着内生技能偏向

的技术进步(殷德生等,２０１１);中国的出口产品质量和产业结构随着贸易规模的增加和市场开放度的提

高而升级(殷德生,２０１１,２０１２).但此种获取方式要取决于一国甚至一个行业内企业间的各种差异,尤
其是技能劳动需求与供给、技术吸收能力和要素报酬差距.例如,中国若过分地依赖外资和追求新企业

的引进,忽视本地企业的“干中学”,这将导致经济增长质量下降(殷德生、黄腾飞,２０１０).高效工业化还

需要在技术进步方向的选择和减少环境污染中寻找经济结构转型的新途径.技术进步方向选择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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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深化的方向和深度,而提高资本密集型部门比例却可能诱发不利于减少污染排放的经济结构变

化.解决这些复杂问题,取决于效率取向的市场制度创新.目前上海自贸区就是试图通过制度创新

提高要素市场效率的改革,其意义在于建立一套与国际接轨的市场制度体系,实现要素在全球市场

的最优配置.
(二)空间效率驱动的高效城市化

城市化的空间集聚与规模经济效应推动着技术创新、服务经济以及消费水平的提高.从理论上讲,
城市化率和投资率呈倒U形关系,城市化率和消费率呈U形趋势;随之城市化水平的快速提高,经济结

构将由投资拉动演变为消费拉动,这个转折点通常认为在城市化率为６７％左右达到(张平、王宏淼,

２０１１;张平等,２０１１).中国目前的城市化率刚超５０％,正处于依靠城市化进程推动结构调整的黄金时

期,但与经济赶超时期投入导向的城市化不同,与“结构协调的增长”相适应的是效率导向的城市化.效

率导向的高效城市化倡导从扁平化城市结构向相对集中式城市结构发展,以同时实现空间效率提升、政
府主导增长模式改变、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等目标.

范剑勇、李方文(２０１１)证实了我国大地理范围的空间效率显著、小地理范围的空间效率不足的特

征.目前我国的“大地理范围集聚明显、小地理范围集聚不足”现象导致了两对突出矛盾:中小城市过多

不利于经济效率提升和区域经济协调;中小城市过多导致资源浪费.土地稀缺和规模经济决定了中国

城市体系须选择相对集中式道路,而不是扁平化城市体系.相对集中式城市体系不仅在非农用地、单位

能耗、污染治理等方面拥有规模经济优势,与该判断密切相关的证据是 Au& Henderson(２００６),而且

是解决经济增长中内需不足、利益分享不公平、空间效率不高等经济隐患的有效手段.一方面,相对集

中式城市化将促进政府对卫生、教育、保障性住房和公共服务等公共产品的供给,带动消费主导的经济

增长.在城市化率达到５０％以后,政府目标和约束条件就会发生明显的变化,追求公共福利成为政府

的主导目标,为城市化提供土地的农民将分享城市化所带来的土地增值和报酬递增收益,这有利于实现

公平的利益分享机制.另一方面,相对集中式城市化能实现规模经济效应,提高资源的空间配置效率.
从内部规模经济上看,由扁平化城市体系向集中式城市体系转变,需要进一步促进大城市能级的提高,
发展特大城市.从外部规模经济上看,以核心城市为中心引领若干个中小城市在空间上集聚形成城市

群.从整个规模经济上看,在城市群和特大型城市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共服务体系,促进要

素跨区域自由流动,实现新一轮的制度改革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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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searchProgressinChina􀆳sMacroeconomicGrowthQuality:
LiteratureReviewandPolicyI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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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ChinaCenterforEconomicResearch,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２．SchoolofEconomics,FudanUniversity)

Abstract:Strategicadjustmentoftheeconomicstructureisthemaindirectionfortransformation
ofthemodeofeconomicdevelopment,whichdecidesChina􀆳smacroeconomicgrowthquality ．This
paperattemptstoreviewliteraturesonChina􀆳smacroeconomicgrowthquality．Ontheonehand,we
clarifythedrivingforceofChina􀆳smacroＧeconomicgrowth,thedirectionofthestrategicadjustmentof
economicstructure,andtheeffectofspatialeconomicstructureadjustmentonmacroeconomicgrowth
quality．Ontheotherhand,focusingonthekeyanddifficultproblemsaswellasadvancingpathfor
enhancingthequalityofChina􀆳smacroeconomicgrowth,wesummarizeaseriesofpolicyimplications
,whichincludethe way ofchangingthe governmentＧled growth model,new mechanism for
“structuralcoordinatedgrowth”,andthenewpathofstructuraladjustment．Weadvocatethatthe
drivingforceofeconomicgrowthfrominvestmentＧorientedtoefficiencyＧoriented,whichdependingon
efficientindustrializationandurbanization．

KeyWords:MacroeconomicGrowthQuality;EconomicTransformation;GovernmentＧledGrowth
Model,EfficiencyＧoriented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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